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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史学与中国话语:《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
社会性质》的对外流播及其影响

崔华杰

【提要】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1959 年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景甦和罗仑出版《清代山

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探讨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该书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角度，着

眼山东乡村并专注农民阶级，从内部提炼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彰显了近代中国区域发展的差

异性以及乡村历史的独特性，在利用本土史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该书

还借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

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该书外译英文后，为西方学者推重，并对后者产生涵容互摄的学术影响。该

书所体现出的立足本土史学并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治学风格，在中外学术交流频仍的当今富有借鉴

意义。
【关键词】 经营地主 唯物史观 资本主义萌芽 海外中国学

1959 年，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景甦、罗仑出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 出版时名为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下文简称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

之下，运用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临清、济宁、章丘等商品经济发展活跃的区域，认

为至迟在清初山东地区就已出现以雇佣劳动为主要标志的经营地主活动，可以将之定性为“向资本

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①《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虽然出版不久即引起国内学者留意，然而，受此后时

局的影响，不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反因学术立场问题而被列入批判书目。② 也正是在这段时

期，机缘巧合之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进入西方学界视野，不仅被外译英文且纳入“哈佛东亚专著

丛书”出版，还得到英美主流学术期刊的推介和评述。中外比照之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何以颇

受域外青睐，经历了什么样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与西方学界又有哪些研究共鸣? 中国学术界以往多

注目中外史学交流中“西学东渐”的一面，而对于反向流动似乎研究不多。③ 因此，拙文不仅试图建

构学界尚未关注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对外流播的具体历程，还将之作为学术史的个案，在中外学

术交流的双向轨道上探讨它所具有的学术特点以及影响所在，以期为当下建构中国学术话语提供一

些史实资源和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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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第一作者景甦，1953 年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留校后从事教学与

行政工作，对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山东古代经济史较有兴趣。第二作者罗仑与景甦乃同届校友，留校

后担任明史大家黄云眉先生的助手，打下了明清两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景甦与罗仑所处的时代，正值政治和文化鼎革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号召并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这样，在知识分子主要聚集

地的高等院校，随之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热潮。景甦与罗仑求学的山东大学，在华东

军政委员会和教育部的指示下，与革命学校华东大学并校，实现了“两个性质不同的教育队伍胜利会

师”。① 校长华岗早在中共初创之时就投身革命事业，跻身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马克思

主义史学先驱的行列，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② 在华岗带动下，山东大学史学工

作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一时间“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文史哲》成为当时最

活跃的学术园地之一”。③

1954 年，两位“小人物”也是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兼

论及其他》一文，虽然是文学领域“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

次认真的开火”，④但在客观上引领了史学界关于《红楼梦》社会背景的学术讨论，触发了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的一场大论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何时? 表面上看这是学术问题，实际上更是重大的

政治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其经典著述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

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⑤说明了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演

进关系。毛泽东关于“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⑥

更是为中国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学术任务和时代课题。当时，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上，多数学者认为

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萌芽，应从纺织业和棉织业等手工业部门开始。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则

众说纷纭，意见歧异。中国农村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 若有，又该出现在何时? 中国农业资本

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到底如何? 雇佣劳动和经营地主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这一系列问题，有的

达成了共识，但更多的引起了争论。⑦ 特别是农业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方面，不甚引人注意，尚未有

论著进行专题探讨，留有较大的可研空间。
正如作者坦言，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之下，尚在求学的景、罗两人“写作本书的缘起，要追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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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中期蓬勃展开的那次以讨论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中心的学术讨论”。① 景甦乃

山东章丘人，遂利用地利之便，确定以章丘、济宁等山东一些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为考察中

心，以个别地区的经济现象展现山东乃至华北地区的经济面貌，并采用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相补

证的办法，探索“农业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② 1957 年毕业时，两位作者完成研究初稿，后

历两年修改，经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时的景、罗两人实际上刚过而立之年，仅参加工作两年

而已。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分量上说不上厚重，约十万余言，其正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清代山东地

方经济的发展状况”，概述清代经营地主经济体出现之前临清、济宁、周村、颜神镇的商业发展情形，

认为这些重要城镇的商业手工业发达繁盛，区域性市场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然十分密切。第二章“清

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的发展状况”，调查山东 46 个县 131 家经营地主的大致情况，强调在商品经济

的刺激之下，地主阶级出于增值货币的目的，开始经营商业性农业的经营，出现了太和堂李、树荆堂

毕、进修堂孟这样的经营地主。第三章“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社会性质之分析”，指出所谓的“经营地

主”是指拥有大量土地，雇佣长、短工经营农业生产，并以剥削长、短工剩余劳动产品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农业经济体。作者认为，采用雇工经营方式的经营地主与传统的租佃地主有着明显的不同，已经

形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在结论中，该书指出“如果没有更新的东西发生，那么这种经济体即使普遍存

在，也依然不能改变社会的性质。然而，当社会上普遍出现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个体时，那么这种

经济个体即使是个别的存在，也应该说是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经济现象”，总之，“经营地主已经不能

完全属于封建经济形态的范畴，而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范畴的东西”。③

《读书》杂志在 1960 年第 4 期发表书讯，向国内学界推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④ 接着，朱建在

《学术月刊》1961 年第 4 期发表《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指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从“经营地主和市场的关系”“关于‘土地积累’和农业企业的资本构成”“经营地主和雇佣劳动经营

地主所经营的农业机构和其工商业的关系”“经营地主的消费生活”几方面予以商榷，说清代山东经

营地主究其实质乃是“十足的封建地主”“中国传统的地主庄园”，根本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⑤ 虽然

存在着学术争议，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所载录的社会调查资料引起了学界注意，并作为可信史料

用于立论支撑。如 1963 年李文治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一文，运用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典型个案和有关数据来讨论清代“庶民地主”的土地规模、商业经营及农业

生产水平。⑥ 总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虽然在推论上有不尽完善甚至商榷之处，但对清代山东各

地农民分化的基本倾向以及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还有中国农业中是否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的

探讨，应该是敢于突破学术禁区而做出的研究尝试。故而，它在“五朵金花”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学术论战中，时至今日还被学界誉为“探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作”。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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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政治上“左倾”思想影响，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术讨论遇

冷，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则更趋于沉寂。接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清代山东经营

地主》因肯定地主阶级积极性的一面而被列入批判书目，“再也听不到国内学界对该书提出的任

何有益的学术性意见了”。① 而发出“有益的学术性意见”之音的，转而为来自以美国为主的西方

学界。

二

关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域外的流播，两位作者在 1985 年修订版有过简略的梳理:

1966 年日本学者藤田敬一先生曾在《新的历史学》季刊( 111 卷) 上撰文对《性质》一书

做了介绍和评论; 同年，苏联学者涅波姆宁·奥莱格·叶菲莫维奇在所著《中国农业经济资

本主义起源》一书的第三章中，引用了《性质》一书的有关资料并作了评论; 而对《性质》一

书的最初英文评介，则首先见于 1972 年 Ｒamon Myers 发表在《清史问题》杂志上的一篇题

为《清朝后期山东省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地主行为》的研究论文中。②

虽然两位作者注意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域外受到的关注，尤其日本和苏联学界的相关评述，但

从对外流播的历程来看，他们事实上既疏漏了其书在西方学界流传的路线节点和关键史实，更没有

察知美国学界尤其哈佛大学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出版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学界从“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 ”的政

治阴霾中恢复过来，中国研究势头渐起。③《美国历史评论》④《中国季刊》⑤《亚洲研究》⑥等学术研究

刊物刊登文章，跟踪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动态。特别是哈佛大学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上形

成了学术传统，发展成学界所谓的“哈佛学派”。如哈佛大学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对“五朵金

花”研究成果的关注，⑦师从哈佛大学费正清的费维恺( Albert Feuerwerker) 对中国唯物史观著述，⑧特

别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近学术成果的持续关注。⑨

限于中美交流阻隔，美国学界延转多地购置中国国内新出图书，以供研究鉴用。这时，一个名叫

裘开明的华裔历史学者，在《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引入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裘开明( 1898—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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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Ayers，“Current Biography in Communist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21，No. 4 ( Aug. 1962) ，pp. 477 － 485．
Benjamin Schwartz，“A Marxist Controversy on China”，Far Eastern Quarterly，Vol. 13，No. 2( Feb. 1954) ，pp. 143 － 153．
Albert Feuerwerker ＆ S. Cheng，Chinese Communis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Harold Kahn ＆ Albert Feuerwerker，“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 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The China Quarterly，No. 22 ( Apr.
－ Jun. 1965) ，pp. 1 － 13. ; Albert Feuerwerker，“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China
Quarterly，No. 22 ( Apr. － Jun. 1965) ，pp. 31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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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镇海县人，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生，1924 年赴美进修图书馆学，1927 年受哈佛大学图书

馆馆长柯立奇( M. Ｒ. Collidge) 委托，负责整理该校图书馆中的中、日文藏书。1931 年，他担任哈佛

大学汉和图书馆( 后更名哈佛燕京图书馆) 的首任馆长，从此开启了在美国长达 40 年的图书馆工作

生涯。① 裘开明在学术界虽以图书馆学研究闻名，如出版《中国图书编目法》等图书馆学著述，②但实

际上其学术兴趣不止于此，在中国农业经济史领域上亦建树颇丰，如 1933 年就以《中国农业统计数

据来源、数据采集方法及农村经济状况研究》一文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③ 裘开明担任哈佛

燕京图书馆馆长期间，从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广泛搜集中国历史的新近研究，跟踪学术动态，丰富其

东亚文献馆藏。中美交恶期间，燕京图书馆馆员辗转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诸地，搜集远东地区

新近出版著述，发现《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时，欲购买副本未果，只能复印全文携带回国，这样才为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走进西方学界建筑起桥梁。④

1972 年，美国清史研究会所办《清史问题》刊载一篇题为《晚清山东的商业化、农业发展与地主

性质》的文章，署名迈阿密大学马若孟( Ｒamon H. Myers) 。1929 年出生的马若孟，青年时期投身军

营，曾来远东地区参加朝鲜战争，应该说这段经历与其此后投身中国和东亚研究不无关系。在华盛

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马若孟先后在夏威夷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

作。后来，他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邀请，进行一年的访学。正是在美国本土的这段学术交流

期间，马若孟得到历史人类学家孔迈荣( Myron Cohen) 所赠《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之复印本。⑤ 看到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不论在覆盖区域还是研究对象上，都与其从事的华北小农经济史研究有着高度

契合，马若孟便撰写长文，以文代评，并在扉页特别鸣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对于其文提供的“基

础性帮助”。⑥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马若孟实际上已在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上有专攻，以《中国小农经济》一

书扬名海外中国史研究学界。⑦ 因此，马若孟的这篇评述文章，应该说助推《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

西方学界流传开来。《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对外传播的接力棒，此时交到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讲师魏根深( Endymion Porter Wilkinson，又译“威尔金森”) 的手中。魏根深是英国人，但与哈佛大学

颇有渊源。1960 年魏根深考入哈佛大学，所学专业本是欧洲史，但求学期间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

于是转向学习中文，研读英文中国研究著述。1964 年本科毕业后，接中国高等教育部邀请来华工

作，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担任外籍英文教师。1966 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四年学

业期满回到英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职至 1974 年。之后，转赴欧共体工作多年，曾多次参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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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靖:《裘开明: 美国第一位华裔图书馆馆长》，《中华读书报》2014 年 2 月 12 日。
裘开明:《中国图书编目法》，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台北文宗出版社 1974 年版。
Alfred Kaiming Chiu，“A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Statistics，Their Methods of Collecting Data，and Their Findings
about Ｒural Economic Conditions”，Thesis ( Ph. D. ) ，Harvard University，1933．
Wai-fong Loh，“Ｒeview on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1，No. 2( Dec. 1981) ，p. 676．
Ｒamon H. Myers，“Commercializati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nd Landlord Behavior in Shantung Province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Ch’ing-shih Wen-t’i，Vol. 2，No. 8( May 1972) ，p. 50．
Ｒamon H. Myers，“Commercializati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nd Landlord Behavior in Shantung Province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p. 31．
Ｒamon H.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 － 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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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体与中国的双边谈判。① 魏根深长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加之深有语言基础，因而擅长社会经济史

中文文献的搜寻、整理与译介。未踏入仕途之前，他所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主要介绍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状况，②被纳入“哈佛东亚专著丛书”第 49 部，在欧美多地发行，颇受学界好

评。③ 可以说，不管是在学术素养还是语言能力上，魏根深无疑是英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合适

人选。
魏根深翻译的具体过程，虽因资料缺失而有待考述，但根据零散的史实，可捕捉出若干细节，

并能作为其译本质量的佐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柯文南( Charles Curwen )

曾通读译文初稿，检梳出一些“疏漏和戕误”。④ 美国经济史学家铂金斯( Dwight H. Perkins ) 慨然

应诺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英译本作序，以扩大译本的影响。铂金斯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

研究中心临时代理中心主任一职，专业所长是中国经济史，代表作《中国农业的发 展 ( 1368—
1968 年) 》奠定了其在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地位。⑤ 在序言中，铂金斯不仅认可《清代山东经

营地主》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还高度评价魏根深所撰引论之学术意义，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学术传统”和西方学术的双向轨道上分析景、罗两位作者的研究得失，实乃“一份卓越的学术

贡献”。⑥

受政治隔膜之影响，译者与著者的联系需假借他地且沟通不多。1973 年 10 月，景、罗两人收到

魏根深从日本东京寄来的函件，内称刚完成《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英译工作，并且“正在为该书写

引论，试图把你们的重要发现跟日本和西方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⑦ 事实上过了 5 年之后，

也就是在 1978 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被纳入“哈佛东亚专著丛书”第 80 部，经哈佛大学出版社出

版，才最终问世于西方学界。

三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英译本出版后，美国历史学会《美国历史评论》、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伦
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大学《太平洋事务》、美国经济学会《经济文献杂志》等学

术期刊发文予以评述。有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没有考虑“城镇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比率”等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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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魏根深个人生平介绍，参见铂金斯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英译本所撰序言: Jing Su and Luo Lun，Endymion Wilkinson ( tr.
and ed. )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 vi．
Endymion Porter Wilkinson，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Ｒesearch Guid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David Ｒ. Knechtges，“Ｒeview on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Ｒesearch Guid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99，

No. 2( Apr. -Jun. 1979) ，pp. 330 － 333．
Jing Su and Luo Lun，Endymion Wilkinson ( trans. and ed. )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

p. vii．
Dwight H.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 － 1968，Edinburgh University，1969．
Jing Su and Luo Lun，Endymion Wilkinson ( trans. and ed. )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

p. v．
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性质的几个问题———答威尔金森先生》，《学术月刊》1981 年第7 期，第55 页。魏根深在信中所说的所

做的“引论”，被作为译者前言收录至《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英译本。译者的前言多达 38 页，结合中西学术研究动态介绍《清代山

东经营地主》的研究内容和价值所在，并根据书中所载调查数据对作者的结论予以论争甚至驳斥。后来，作者撰写专文进行释

疑，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详情参见本条注释所引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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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农村经济商品化的重要指标，①有说“结论平淡，论据不甚充足”、②“带有强烈的革命史观”等，③甚

至译者魏根深在引论中也说“直接经营农业与其说是经营地主这种特别类型地主的特点，不如说是

一般地主活动的一个方面”。④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西方学界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所引起的学术共鸣乃是不

争的事实。那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哪些方面何以引起西方学界的关注并产生积极活跃的学术

互动呢?

首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考察农业商业化与集市经济的关系，虽然抱有证明农村产生资本主

义萌芽和农民阶层分化的“政治目的”，但在史学实践上立足山东乡村并着眼农民阶级，这样在揭示

近代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性以及乡村历史独特性的基础之上，而彰显出站在区域社会内部提炼本土史

学资源的治学倾向。
先看研究区域。《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英译本出版之前，西方学界多从中国同行的研究中，了解

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徽州、佛山等江南及华南地区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状况。⑤ 在他们的认知中，关

于明清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本来“相当稀少”，少量成果之所以聚焦华南及江南地区，盖因这

些地区所藏文献保存较好。⑥ 山东所在的华北地区，虽然早在晚清开关前后即有外人前来传教、游
历，留下不少旅行日志、报告函件等，但多为印象性概述，缺少学理性分析; 其后虽然有研究涉及华北

乡村社会发展，利用了卜凯调查及“满铁”调查，⑦但未系统发掘山东地方文献资料，结果是“因资料

极度缺乏，西方学者对于此区域虽感兴趣但无法开展广泛研究”。⑧ 因此，《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学

术独特价值之一就是“所开展的区域研究”，⑨为西方学界提供了 19 世纪山东地区“独一无二之信

息”。瑏瑠

再来看研究对象。受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的影响，“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

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结果对“村庄”这个基层单位并未予以深入研

究。瑏瑡 即使存在一些乡村社会的研究，也多关注士绅阶层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如萧公权着眼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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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fong Loh，“Ｒeview on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p. 678．
Craig Dietrich，“Ｒeview on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

Vol. 85，No. 1( Feb. 1980) ，p. 192．
Dennis L. Chinn，“Ｒeview on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8，No. 2( Jun. 1980) ，p. 597．
Jing Su and Luo Lun，Endymion Wilkinson ( trans. and ed. )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

p. 20．
相关研究可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4 年第 5 期; 陈野《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

其特色———试以徽州一地为例来论证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问题》，《安徽史学》1958 年第 5 期; 朱宗宙《明末太湖地区的农

业雇佣劳动》，《南京大学学报》1965 年第 2 期。
Jing Su and Luo Lun，Endymion Wilkinson ( trans. and ed. )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

p. 2. 此期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见 Evelyn Sakakida Ｒawski，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具体成果参见 Ｒomon H. Ma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 － 1949，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4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Dennis L. Chinn，“Ｒeview on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p. 597．
Wai-fong Loh，“Ｒeview on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p. 676．
Ｒamon H. Myers，“Commercializati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nd Landlord Behavior in Shantung Province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p. 32．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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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在国家管控乡村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①瞿同祖和张仲礼考察士绅的内部分层及其社会地位的变

动，②以至于马若孟回顾西方研究概况时指出，“对于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集市经济之生长机理，以

及这种相依性对村镇经济内部的影响，还仍然不为所知”。③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则回应了西方学

界还“不为所知”的这一问题。两位作者将视角从国家和士绅层面下沉到生活在村庄的小农与地主，

其研究对象无论是太和堂李、树荆堂毕、进修堂孟三家经营地主还是矜恕堂孟、玉堂孙两家租佃地

主，均系生活在“最基本单位”的村庄; 并通过勾绘“商业、手工业和高利贷”“家庭生活来源”等日常

生活面相，以来解决农业商业化与集市经济的关系。对西方学界而言，《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学术

价值，既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魏安国( Edgar Wickberg) 所说的“提供了 1900 年前后山东 197 处村落

的阶层结构、131 家经营地主的非农经济活动、3 处村落的地产分布”，④也是译者魏根深所言的“展

现地方农业与集镇社会之历史”。⑤

其次，《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存在诚如西方学界所谓的“教条主义史学”和“阶级斗争史学”之嫌，

但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其作者将外来概念和政治语言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站在生产关系的维度

探索中国乡村社会在近代的发展线索和独特性质，不仅与重视生产力的西方学界形成了“方法和概

念的差异”，⑥并在学术实践中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
在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上，西方学者多把视角落在生产力上，重视人口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认

为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乃是人口的增长，并受“冲击与回应”模式的

影响，强调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不仅带来资本主义的扩张，还为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生产注入

发展的动力。⑦ 如 1959 年何炳棣利用地方志研究了中国人口从 1368 年到 1953 年的变化趋势，揭示

人口的快速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压力。⑧ 又如珀金斯 1969 年考察 1368 年至 1968 年这六个世纪的中

国农业发展，认为“中国农业技术数世纪以来基本停滞不前，人口的快速增长才是作物产量增加的主

要原因”。⑨ 再如伊懋可( Mark Elvin) 1973 年分析中国经济模式的历史变化及其动因，断言只有帝国

主义侵入才能给中国带来突破经济停滞并实现变革发展的机会。瑏瑠

与西方学界互补的是，中国马克思史学研究者则从生产关系入手，强调阶级构成对革命运动的

影响，认为中国农村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阶级分化，雇佣劳动标志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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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g-Chuan Hsaio，Ｒ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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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Su and Luo Lun，Endymion Wilkinson ( trans. and ed. )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

p. v．
Wai-fong Loh，“Ｒeview on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p. 677．
持此种人口论的学者在西方学界被归类为“形式主义”学派，见黄宗智前引书，第 8 页; 对西方学界“冲击与回应”研究模式的分

析，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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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样，就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五种生产方式之理论的适用性提供了历史依据，从而证明中

国革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①《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亦循此种路向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前，山东农村

社会因社会分工扩大和商品经济发展，农村雇工依附关系减弱并逐渐向商品劳动力转化，因此带来

阶级关系的变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很显然，其要旨是在说明没有外力入侵，中国社会也会像

毛泽东所论述的那样，即“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来看，这种带有鲜明时代风格的学术

探讨，无法也不能摆脱西方学界所指摘的“教条主义史学”和“阶级斗争史学”之嫌，②但也应看到，正

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外来概念和革命话语下的政治语言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才形成站在

生产关系的维度找寻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学术特点。这既是与“冲击—回应论”、“停滞论”，还有
“外烁论”的学术对话和观点论争，还因“方法和概念的差异”以及研究内容的错位而发出具有中国

特色的学术话语，并得到西方学界的学术认同。如哈佛大学陆惠风( Wai-fong Loh) 在评述时指出，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关注的是西方学界长久没有解决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 ③译者魏根深在翻

译中将“社会 性 质”翻 译 为“经 营 地 主 的 经 济 与 社 会 重 要 性”、④ 芝 加 哥 大 学 彭 慕 兰 ( Kenneth
Pomeranz) 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视为“多种逻辑”观的代表作，⑤均是洞察到该书补缺西方学术话

语的重要价值。
最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借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这些研

究手段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从而产生与西方学界在治史方法上

的互摄效果。
该书英译本发行之后，被西方学界认为“史料丰富，颇有启发性”，⑥“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资料

和采访问卷”。⑦ 事实也的确如此。《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两位作者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

样，“尤看重实物史迹，口碑访谈，以及小说”。⑧ 他们调查的对象既有地主，也有雇工、长工和学徒;

调查的结果形成了“雇工老账”“堆金老账”“外借老账”“地亩账”等关键性的一手材料。诚如前述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铂金斯所论，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地方农业与集镇社会之

历史尤为关注，但受客观条件所限，难以利用中国内地所藏之原始文献材料。⑨ 因此，有文章指出，就

是借助于这批调查材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不仅描述出“追逐经济利益的经营地主的出现、城镇

人口的快速增长、雇佣劳动的广泛使用，以及两个对立阶级在村落的出现”; 瑏瑠还能建构“地产聚集及

分散程度、经营性地农场的规模、直接经营地主出租比率、投入与回报、地主背景和雇工状况”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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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史学与中国话语:《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的对外流播及其影响

史实。① 总之，“关注 19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学者将会发现令他们感兴趣的材料”。②

建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口述史料，只是《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多样史料中的一种。除此之

外，该书的史料大致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清代、民国时期地方纂修的方志，如援引《乾隆临清直隶州

志》《嘉庆长山县志》《同治临邑县志》《光绪峄县志》《民国临清县志》等志书用来描述清代山东地方

经济的发展面貌; 第二类是各类账目详单、文书地契，如搜集整理乾隆 26 年至光绪 31 年( 1761 至

1905 年) 太和堂的“文契存根”、光绪年间太和堂的“雇工老账”“堆金老账”“外借老账”“地亩账”等，

对之定量分析，构成主要史料来源; 第三类是非典型史料，各类碑刻、家祖牌位等实物史料以及民间

文学等非常规性文献资料均在搜集之列，如利用太和堂李家之李方彩、李方彬的碑文还有树荆堂毕

家之祠堂牌位等实物史料补证山东地主经济的分化过程，援引市井小说《醒世姻缘传》以来描述明中

叶至清乾隆时期山东的社会变革概况。
如何处理这批类型多样、项目繁多、内容杂异的史料，特别是将之合理利用到经济史的书写?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利用地方志、宗谱、年谱、文集、各类账目文书等，制成 36 幅图表，涉及经营地主

与租佃地主的土地积累过程、粮食收入及分配数量、长短工的工作时间及工资水平等，对清代山东农

村地区的阶级关系变动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这一常见的定性论断，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给予具体化

与清晰化描述，并对之加以验证性判断，从而对经营地主的概貌及性质的研究，既有着直接感观下的

貌略估量，又不乏逻辑推理下的定性论断。对此，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居蜜( Mi Chu Wiens)
指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村落及农户家庭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③而且，

建立在多重史料基础之上的定性与计量分析，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论证作出

了重大学术贡献”，“使这个论点更为清晰明了。”④

总之，站在中西学术发展的双向轨道，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研究理论

上立足生产关系的维度，深入山东乡村并着眼农民阶级，站在内部提炼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进向，从

而形成了建立于本土史学基础之上的中国学术话语; 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利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

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正因

如此，《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才形成了较之西方学界的身份特性与研究差异，并对后者产生涵容互摄

的学术影响。

余 论

在中外史学史的分析背景之下，我们考察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域外流播历程和学术价值，

认为它在指导理论、治史方法和史料运用上立足本土史学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从而或

补西方研究阙略或与之形成会通取向，故而受到推重并产生学术共鸣。
当然，不可回避的是，《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经典理论话语为依

据，不仅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和以论代史的研究倾向，而且还因这种时代局限性而使其立论、推论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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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存在偏颇乃至争议之处。即使两位作者在答复译者的学术质疑时，也坦然称“关于在中国晚期封

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领域中是否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还是一个有待于大家继

续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①

但也应看到，作为一部出版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著述，《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时至今日虽然已有

60 余年，但在当下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今天，依然还能够从中汲取研究借鉴为学界所用。一是立足

本土史学，挖掘优势资源。《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尽管在研究立意上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带有

一定程度的政治关怀，但毕竟立足于史学领域，深入乡村内部社会提炼区域发展的规律和经验，还强

调本土史学资源的挖掘并形成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并重的学术特点，这是其对域外学界的的学术吸

引力所在。二是注重理论在史学研究上的价值，勇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诚如有学者在史论关系上

所言，“尽管在用什么理论指导上存在分歧，但是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共

识”。②《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虽然在理论的掌握和应用上难言完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正是

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于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史学实践，从生产关系出发建构中国农村商品

化发展和阶级分化的史实，才在西方学界产生了知识互补的学术效应。总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
立足本土史学资源并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治学风格，在中西学术互动已成常态的今天值得我们珍怀

与体味。若将之运用到当下的史学实践中，或许在中外学术交流的双向通道中更能主动地发出中国

史学的声音。

( 崔华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邮编: 250100)

( 责任编辑: 廉 敏)

( 责任校对: 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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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ing a monopoly to dissolving it; second，the concepts of natur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proposed by
pre-Qin philosophers had clearly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Lessons from Ｒeligious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 / Zhang Jian

Ｒeligious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includes not only the rigid management of religions by the
government，but also the soft education of rituals and music on the entire society; Ｒeligious governance
includes not only a set of rules for religious practices，but als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ety; Ｒeligious governance not only refers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but also
includes the autonomy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e means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are not only control，
guidance，and manipulation，but also dialogue，debate，and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is not simple domination and obedience，but more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Its practice
includes to keep religion at a respectful distance as a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oncept，to cultivate the
plurality of religious coexistence in harmony without one becoming dominant，to sinicize foreign religions
through rituals and music，to maintain the moderate tens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to economically
control the moderate scale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to supervise Sangha autonomy through state
management，and to guard against the crisi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caused by foreign religious influence．

Ｒeflections on Epidemic Control in Chinese History since Ming-Qing Times / / Yu Xinzhong

In Ming-Qing China，the state exercised a limited role in epidemic relief，primarily through channeling
the power of the emerging civic society，for such efforts were not yet institutionalized． In modern China，the
state has assumed a more interventionist role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moder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 This leads us to believe: 1． The lack of epidemic relief
system indicates not only the lack of interest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in protecting its people，but
also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state power; 2． Utilizing the rising civil power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actual
process of epidemic relief but also generate a benign mechanism in which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omplement
each other; 3．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comes with an
expansion of the state’s power，It wa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yet one has to be vigilant of excessive
expansion; 4．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e views on epidemic and its control in history from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5． It is vital for the epidemic control to ensure a smooth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flow．

Indigenous Historiography and Chinese Discourse: The Spread of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 and Its Impact / / Cui Huajie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Jing Su and Luo Lun，two young researchers
from Shandong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book under the title Qingdai Shandong jingying dizhu de shehui
xingzhi ( The social nature of managerial landlords in Qing dynasty ) in 1959 ． In it，they explored the
question about the“sprout of agricultural capitalism”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y studied rural areas in Shandong and focused on the peasant class． Based on an internal perspective，they
extrapolated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identified the features of its trajectory，and
highlighted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the rural history． In doing so，they formed an academ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ook also included field surveys and expanded the scope of sources for historical
dat． In addition，it paid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in history． All of this simply shows the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mbining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After the monograph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it was well received by western scholars and had an academic impact on the latter． This
monograph exemplifies the style of academic research based on indigenous history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Thu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examine this case in the
current state of growing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Ｒepublican-Era Historians of Western History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of Western Historical Stud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s a Focus / / Yang Zhao

Historians of Western history were a very special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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